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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场与传统庙会变迁
——以桂林市福利镇“五月八”节为例

李天雪，朱运来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

摘要：“五月八”节是广西桂林市福刺镇的传统庙会。在历史上，“贺生祈福”一直是“五月八”庙会的主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的政治权力、出资者的经济权力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五月八”节上，而作为庙会所有者的福利

镇居民却被边缘化，他们有限的自主权被官商系统进一步地挤压。通过检视福利镇“五月八”庙会之递嬗可知，若想

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庙会的正能量，国家必须“适度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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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5年顾颉刚等学者对妙峰山香会的研究开

始，传统庙会一直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关注的

焦点。学者们大都认为，传统庙会具备祭祀神祖、整

合社区、交易货物、娱乐身心、传递信息等社会功能，

但上述功能实现的程度和效果与国家话语体系的阶

段性变化休戚相关。那么，国家究竟应该如何“在

场”，才能保证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庙会的社会功

能呢?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显薄弱。所以，笔者选取桂

林市福利镇“五月八”节作为研究个案，希望能从中

找到答案，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1949年以前：“五月八”节的自我绵延

福利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城东

部。全镇现有16个村委会和1个居委会，118个自然

村，381个村民小组，人口约5万人。

福利镇“五月八”节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在

新中国成立前，该庙会一直是由当地的“仔头”来组

织的。所谓“仔头”，指的是当年生了儿子的本地家

庭。每年农历四月，这些家庭都要举行集会推选当年

庙会的首事，并现场募集会资。为了不辜负仔头的

“光荣称号”，即便是经济困难的家庭也会倾囊而出，

而所有募捐来的钱也必须在当年花光。“五月八”节

也因此被称为“仔头节”。

同我国众多的传统庙会一样，1949年前，“五月

八”节的主要活动也是祭神和游神。祭神的主角，当

地人称之为“公公”和“婆婆”。他们的身份，现存于

福利镇天后宫入口处左侧的一块碑刻交代得很清楚：

“公公原名颖考叔，春秋战国时郑庄公之帅臣。为人

事国秉忠，事母尽孝。⋯⋯福利“五月八”传统节日

尊崇颖考叔作“公公”祭祀，意欲邀发人民的忠孝之

情。⋯⋯天后娘娘(婆婆)，原名林默，生前系福建莆

田湄洲岛人。”可见，“公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孝子

颖考叔，而“婆婆”则是大名鼎鼎的妈祖。原本，“公

公”是供奉于福利镇的另一座寺庙——水源宫，1954

年它被改建成福利镇礼堂，“公公”的神位便移至天

后宫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取名“忠孝祠”。

现在的问题是，福利人为什么会选在农历五月初

八，而不是人们熟知的三月二十三来祭祀“婆婆”妈

祖①，而且与她一同被祭祀的还有名头小得多的“公

公”颖考叔呢?对此，当地人的解释是，婆婆保佑人

生子，公公保佑子忠孝。相传，福利天后宫原来也是

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举办庙会的。后在清光绪年间，

福利圩一户人家夫妻已届中年仍无子嗣，便到天后宫

求妈祖赐子。第二年五月初八，这家的主妇果真生了

一个男孩，于是认为是妈祖之德，便出资倡首，举行大

祭。之后，当年生了男孩的人家都会倡首，在五月初

八这天祭妈祖、唱戏、抬菩萨，镇上居民邀请亲友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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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看热闹。当地的书画家黎振欧在自己一本未出版

的文集中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因为公公没有受到

皇帝御封，地位不如婆婆，同时为了和纪念屈原溺水

的端午分开，所以叫五月八，而不叫五月五。人们慑

于神权，不敢直呼神明，故称‘公公婆婆’。”据此，笔

者推论福利人之所以选择在农历五月初八同时祭祀

“公公”和“婆婆”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妈祖是个多

面神，具有赐子功能u J。二是由于崇尚颖考叔的忠孝

行为，正如在庙会期间天后宫的大门上常贴的一幅对

联所述：“婆婆一片婆心保佑人人生仔，公公十分公道

教育个个孝亲。”三是为了增强社区凝聚力，因为这种

地方宗教仪式一方面创造和维持社区内外的“边

界”；另一方面，创造了一种与地方紧密结合的“地

方感”‘2|。

新中国成立前，福利人会从五月初一开始给公

公、婆婆暖寿，为其披红簪花，置换新衣。五月初四开

始唱戏，并把“公公”、“婆婆”从庙里移出观戏，娱神

又娱人。与此同时，当地还会设坛打醮，舞龙舞狮，舞

独角兽，跑牌灯，踩高跷，扎故事台，酝酿着欢乐的气

氛。庙会的高潮是五月初八。这天，仔头们会一身缟

素打扮——白草帽、白草鞋、白袜、白长衫，分别用八

人彩轿抬“公公”、“婆婆”出游，前有高脚牌灯、大红

凉伞，鸣锣开道，后有师公、道士追随，牛角声喧天。

各条街的居民、商户则事先在预定线路上安排香案，

虔备三牲酒醴，敬候公公婆婆的驾临。游神结束后，

“公公”“婆婆”会被送回到各自的宫里。届时，凡是

当年生下儿子的妇女，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手提灯

笼、绣鞋去敬神还愿。灯笼挂在神龛上，绣鞋藏在神

像底，献香跪拜。没有生儿子的妇女也打扮得花枝招

展，趁此机会，以献花为掩护去偷绣鞋，偷到了就意味

着有儿子生，全家皆大欢喜。随后，仔头们会在宫前

燃放4个花炮。炮的外形像花篮，内装用火药做的炮

芯，燃放时飞出一个被称为“彩头”的芯子——分别

书有“丁”、“财”、“贵”、“寿”。据说，这彩头落到谁头

上，谁就会交好运，所以人们会竞相争夺，场面十分热

闹。抢花炮结束之后，“仔头”们要在一起会餐，席间

一定要吃苦瓜酿、辣椒酿，因为苦瓜、辣椒多籽，吃了

他们就可以生育能力强，多子多福。故而，当地有民

谣说：“福利五月八，杀鸡又杀鸭，苦瓜辣椒酿，粽子艾

蒿粑。”

总之，在1949年前，“贺生祈福”始终是福利“五

月八”庙会的主题，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和独特的运行

机制，保证了“五月八”能够在没有任何外部助力的

情况下绵延不息。虽然，上述神明信仰和仪式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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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也体现出封建王朝的秩序，但充其量只是“帝

国的隐喻”13o而已。封建王朝更乐意高高地“俯视”

着他们，这其中固然存在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

奈，但受命于天、唯我独尊的“心理优势”也在暗暗作

祟。这种态度虽不足取，但客观上给予乡民发挥自身

想象力，建构传统社区的空间。

二、1949至2000年：“五月八”节的停滞与复苏

1949年之后，新政权虽然抛弃了封建王朝高高

在上的姿态，但却对包括福利“五月八”节在内的传

统庙会保持“斜视”，甚至加以禁止。从表面上看，这

是由于传统庙会宣扬封建迷信，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

国家出于加快经济建设、建构民族一国家和强化意识

形态的考量，“国家政权将把每一个农民都吸纳到体

制之内”HJ。不过，国家这样做在相当程度上切断了

乡土社会原有的文化脉络，难以真正激发乡土社会的

活力和达成对乡土社会的有效治理。于是，国家在实

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也放松了对社会的各项控制，“五

月八”节得以借助当地的老年体育协会(以下简称

“老人协会”)实现复苏。

老人协会起初主要是城市的退休干部和职工的

群众组织，后来逐渐扩展到农村。由于农村的传统文

化氛围相对浓厚，由村中的长者组成的老人协会往往

具有特殊的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传统的长

老组织或宗族组织的角色，是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

弘扬的中坚力量。

正因为如此，所以1990年福利老人协会刚一成

立，就着手恢复“五月八”节。首先，他们“挪用”传统

文化里的多名制，让福利镇政府、居委和村委将天后

宫的周围建筑作为老人协会的办公室和活动场所。

然后，他们“借用”官方话语，以发展地方旅游为名进

行募捐，修缮天后宫和忠孝祠。在福利天后宫门前

《恢复天后宫古迹碑记》这样写道：“三中全会以来，

到处兴风改革开放，人人立志改革。为发展旅游事

业，诸多景点得以增修。原有古迹理应恢复。⋯⋯本

届政府英明领导，老协兴头重修，六街群众雀跃。此

一善举，上符国情，下合民意。”接下来，恢复“五月

八”节便是顺理成章的了。不过，政府的支持可不仅

仅是为了让当地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更重要的是因为老人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合法

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它的分支，便于引导和掌控。

恢复后的“五月八”节的种种改变似乎也印证了这

一点。

第一，虽然由老人协会(后来又增加了商会和老

人中心)具体操作，但每年的庙会方案都要由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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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策划，再报请镇领导批准。组委会设名誉主任1

名，名誉副主任2名，均由县领导担任，设总指挥3

人，均由镇领导担任。

第二，跳师公舞、打醮等带有“迷信”色彩的传统

环节被取消了。1992年，老人协会曾为了活跃氛围，

扩大影响，以比赛的形式吸引周围乡镇的巫婆、神汉

在庙会期间来此斗歌，但不久就被政府以宣传迷信为

由而禁止。

第三，出于对国家人口政策的响应，老人协会规

定当年生了女孩的家庭也可以出钱参与庙会组织，喜

头的称呼逐渐取代了仔头。喜头的捐款主要用来聘

请戏班唱戏，为了提倡节约，老人协会不再举办会餐，

而是将当年喜头们的捐款预留10％左右，一部分用

来购买礼品于庙会结束后送给每位喜头以示感谢，另

一部分留作明年的启动经费。

第四，“公公”和“婆婆”的孝行不再大肆宣讲，取

而代之的是对当地的尊老敬老模范粟玉萍的宣传和

由政府主办的小镇“好婆婆”、“好媳妇”和“十大孝心

人物”的评选。1995年后，还增设了科技宣传一条

街、横幅宣传一条街。

第五，为了预防踩踏事件，抢花炮的环节被取消

了，取而代之的是篮球、气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扑

克、象棋等比赛，由政府出面组织，商家提供奖金。

1992年，镇政府更是直接将“五月八”节改名为“五月

八”文体节。

第六，恢复之初，“五月八”节搭建的戏台前曾悬

挂有毛泽东、邓小平二人的像(现已不再悬挂)，游神

的幡旗队也增加了两面领头的大旗，上书“福利古

镇”和“共产党好”，如果会期当年恰逢党的庆典，仪

仗队的牌匾上还要写着“祝贺中国共产党建党xx

周年!”。

第七，在邀请戏班唱戏的同时，政府举办卡拉OK

歌曲大赛，对外宣传是唱红歌，要求每位选手唱两首

曲子，第一首曲子是从组委会规定的100首红歌中任

选l首，第二首曲子才由选手自选。

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以后，传统庙会的价值逐

步得到国家的“正视”，“五月八”节也借机得以恢复。

不过，这种复苏是政府、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共

谋”行为，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博弈和较量，特别是

随着国家的不断介入，要想在三者中寻找到一个平衡

点，显得越来越困难。

三、2000年至今：“五月八”节的转型与困境

现有研究成果显示，当下的大陆，尤其是乡村地

区的传统文化复兴，大致分两种类型：一是“道德取

向”的文化回归；二是“市场取向”的文化创造。所谓

“道德取向”，就是民众自发的，力求回到文化本真状

态，恪守仪式规程和文化符号的行为；而“市场取向”

是政府参与的，呈现一种夸张、错位的文化“创造”来

吸引游客的行为"J。进入新世纪以来，福利镇“五月

八”节的发展也呈现出“市场取向”超越“道德取向”

的趋势。

在桂林阳朔旅游热潮的驱动下，“五月八”节在

恢复之初就已经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市场取向”。当

时，福利镇的画扇产业曾盛极一时，全镇约有150多

户劳力投入画扇生产和销售工作，年产200多万把，

并在镇上的岭背街形成了200米长的“画扇一条街”，

1996年还荣获文化部授予的“中国扇画第一镇”的称

号。于是，从1995年开始，镇政府便安排两幅巨型

的、由4人抬的画扇走在“五月八”游神队伍最前面，

游神的线路也特意从岭背街穿过，画扇的风头直逼

“公公”和“婆婆”。然而好景不长，一方面由于恶性

竞争，市场失范；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创意，市场销售不

好，福利的画扇产业在进入新世纪后步人低谷，镇政

府遂把目光转向了民俗旅游开发。

福利镇素有“三山环古镇，一水抱绿洲”之称，旅

游资源比较丰富。为了促进地方民俗旅游的发展，

2000年，福利镇政府将“五月八”文体节改为“五月

八”民俗文化旅游节，并借此名目广拉赞助。旅游节

的主会场设在镇上的灯光篮球场，四周的广告横幅一

条500元，广告牌一块1000元，街道上的彩旗一面

50—100元不等，组委会还给工作人员配发了印有赞

助商商标的T恤。可令人遗憾的是，“公公”、“婆婆”

的衣服和轿子并没有因为这些赞助而得以更新，抬轿

的“喜头”也并未获得政府分发的服装，游神的起点

和终点更是为了照顾领导的感受破天荒地改在了主

会场，游神路线因此延长了近一倍，这些均引起了社

区居民的不满。

为了平息这些不满，也为了缓解政府的资金压

力，2004年，福利镇政府决定以后的庙会“一年一小

庆，三年一大庆”。所谓“大庆”就是庙会一切事宜均

由政府来决定，捐款范围也扩大到福利镇所有的行政

村、外地老乡、县城机关、事业单位等。所谓“小庆”就

是由文广站作总体规划，政府不参与余下的各项活

动，捐款只在福利居委会所辖8镇条街道，即老街(福

利街)、兴隆街、岭背街、西凤街、福顺街、新街、东街和

渔业队进行。此举虽然缓懈了政府与居民间的紧张

关系，但并未能改变“五月八”节日益市场化的趋势。

2011年，福利“五月八”民俗文化旅游节属于大庆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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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主角不是“公公”、“婆婆”，也不是“仔头”、“喜

头”，而是福利镇全新“打造”的旅游项目——民俗文

化一条街。该街全长600米，主要分为3段，即地方

特色小吃段、民间工艺农家园段和民间工艺扇画段。

为了凑齐足够的民俗商品摊点，镇干部甚至亲自率领

一群庙会组委会工作人员在福利农贸市场搜寻合适

对象，并以30元一天的价钱雇请他们，让他们在五月

八这天在民俗文化一条街上摆一天摊。为了吸引更

多的游客，镇政府特意增添了两项耗资巨大的活

动——龙舟赛和烟花表演，而传统的游神活动却因为

老人协会和老人中心的沟通问题未能举行，其他的一

些传统保留节目，如游园活动、唱文场、放电影等也以

经费匮乏为由被“砍掉”了。

不难看出，进入新世纪后，五月八节的“市场取

向”越来越浓，文艺展演、旅游观光、体育比赛成为现

在“五月八”节的主要内容，而传统庙会的核心环

节——祭神和游神却只剩下了“脱离场景”的仪式，

其庆生祈福的文化内涵也被吸引游客和招商引资功

利目的所置换。正如刘晓春犀利地指出：“权力政治

对民间记忆或明显或潜在的影响，以及庙会的功利化

趋向，使庙会自身所具有的狂欢精神消失了，剩下的

只是权力政治的地方性表述，还有就是民间纯粹金钱

欲望的仪式化追求。”旧J

四、结论与反思

检视福利“五月八”庙会之递嬗可知，国家看待

传统庙会的视角经历了从俯视、斜视到正视的变化，

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传

统庙会的态度由过去的“若即若离”变为“全盘操

控”。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庙会更多地

被地方政府视作“文化资本”，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似

乎成为了庙会的新使命。于是乎，政府的政治权力、

出资者的经济权力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五月八”的各

项展演上，而作为庙会所有者的福利镇居民却被边缘

化，他们有限的自主权被官商系统进一步地挤压。殊

不知，传统庙会真正的价值在于“生产”社区的秩序。

首先，传统庙会能够为社区居民“生产”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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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正是由于能够在生育这一人生的重大问题上

为当地民众提供慰藉，“五月八”节方能扎根于福利

镇，无论是没孩子的人家，还是有孩子的仔头(喜头)

都乐意参与。其次，传统庙会能够为社区居民“生

产”共同的记忆。完全封闭的社区只有在理论上才存

在，为了将来自不同地域的社区居民凝聚成一个整

体，福利人以“公公”和“婆婆”的文化粘合关系为核

心，不断地改变着“五月八”节的游神路线和展演内

容，以此绘制出一幅区域性的“文化地图”，让社区的

居民不知不觉地循着既定的路线找到他们共同的精

神家园。再次，传统庙会能够为社区居民“生产”相

对平等的公共空间。虽然没有严格的科层制，但在乡

土社会中亦存在着“差序格局”。作为一种抗争或是

平衡，“仔头”(喜头)们主要依据“朴素”的民主原则

结成平等的契约组织，普通的民众也可在游戏与消遣

中表达对地方精英的不清隋绪，从这个意义上讲，“五

月八”节客观上起到了“社区减压阀”的作用。

总之，传统庙会最大的现代意义在于其社会f生价

值，而不是解决地方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型塑问题，因

此，国家若想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庙会的正能量，必

须“适度介入”。适度介入，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

是适度行政化，以间接管理为主，直接管理为辅。具

体而言，就是国家可以继续利用传统庙会中的有益元

素，并有意识地在传统模式中注入新的文化特质，但

具体的操作则主要由当地的民间组织来承担。这样

既确保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力，又使得地方精英和普

通民众可以在庙会的筹办和参与过程中重新塑造自

己的社区，表达自身的社会价值。二是适度市场化，

以社会效益为重，经济效益为轻。具体而言，就是国

家对传统庙会这样的非营利性文化项目应予以一定

资助，并对其“市场取向”进行疏导，特别是要提高社

区居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以及地方精英对文化

产业化的接受能力。这样既保持了社区居民在庙会

传承中的主体地位，又增强了传统庙会适应市场经济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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